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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产业升级与消费内需： 

一个基于外卖平台的理论模型 

王勇 赵昌文 樊仲琛 

摘要：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根

据外卖平台的特征，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研究平台企业规模的影响因素与机理，以及平台

经济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消费内需的作用机制。基准模型重点刻画外卖平台的配送服务，其

规模效应降低了餐馆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扩大了餐馆的经营半径和收入，拉动了消费

内需，增加了消费者福利，并且让更多新餐馆与消费者进入市场，使外卖平台的增长速度比

单个餐馆更快。经济体的人口规模越大、密度越高，人均国民收入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

劳动配送成本越低，单个餐馆和平台企业的规模都将更大。外卖平台将餐馆经营转到线上，

降低线下的运营成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起到稳增长作用。拓展模型中还分析了外卖平台

为消费者与目标餐馆提供的匹配服务功能。本文最后讨论了该模型对于理解其他相关类型平

台经济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平台经济 发展阶段 产业升级 消费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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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Economy,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A Model of Takeaway Platform 

Yong Wang, Changwen Zhao, Zhongchen Fan 
   Abstract: Platform economy is a core compon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takeaway platform. The purpose is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ize of a 
platform enterprise and the mechanisms, as well as how platform economy boost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nhances domestic consumption demand. The benchmark model highlights the 
delivery service and characterizes how the scale economy in delivery service reduces the transaction 
cost between restaurants and consumers, increases the operation radius and revenues of restaurants, 
boosts domestic consumption demand, raises consumers’ welfare, enables more new restaurants and 
consumers to enter the market, and makes the revenue of the platform grow faster than that of any 
individual restaurant. The revenue of individual restaurants and that of the platform enterprise both 
increase with the population size, population density, per capita income, quality of the infrastructure 
and decreases with the labor cost of delivery. The takeaway platform reduces the on-site operation 
cost by moving the service online, which also contributes to stabilizing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model is extended to characterize the matching function for consumers 
and targeted restaurants. The model implications for other types of platform economie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Stage; Industrial Upgrad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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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产业升级与消费内需： 

一个基于外卖平台的理论模型 
 

 
摘要：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根

据外卖平台的特征，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研究平台企业规模的影响因素与机理，以及平台

经济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消费内需的作用机制。基准模型重点刻画外卖平台的配送服务，其

规模效应降低了餐馆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扩大了餐馆的经营半径和收入，拉动了消费

内需，增加了消费者福利，并且让更多新餐馆与消费者进入市场，使外卖平台的增长速度比

单个餐馆更快。经济体的人口规模越大、密度越高，人均国民收入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

劳动配送成本越低，单个餐馆和平台企业的规模都将更大。外卖平台将餐馆经营转到线上，

降低线下的运营成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起到稳增长作用。拓展模型中还分析了外卖平台

为消费者与目标餐馆提供的匹配服务功能。本文最后讨论了该模型对于理解其他相关类型平

台经济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平台经济 发展阶段 产业升级 消费内需  

 

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

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互联网平台

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代表和核心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平台经济呈加速发展态势，在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对促进产业升级，深化消费市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发挥了牵

引带动作用。中国新兴行业的领军企业很多都和数字平台有关；平台企业与传统企业深度融

合，通过产业数字化的形式赋能传统产业，已成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平台经

济还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拓展了消费市场的边界和内涵。例如，国家统计

局发布，2020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24.9%，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更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字经

济年度报告2021》，目前世界主要的数字平台企业都分布于中美两国，其他经济体极少。这

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平台经济这一新赛道上具备换道超车的机会和优势，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中

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和大国博弈的格局。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理解平台经济，

深入研究其对推动产业升级，带动消费内需的影响机制，推动解决当前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以拓展平台经济融合传统产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其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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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据连接对象与主要功能将平台归为六大类，分别是网络销售类

（连接人与商品；交易功能）、生活服务类（连接人与服务；服务功能）、社交娱乐类（连接

人与人；社交娱乐功能）、信息资讯类（连接人与信息；信息资讯功能）、金融服务类（连接

人与资金；融资功能）和计算应用类（连接人与计算能力；网络计算功能）。这些不同类型

的平台虽有一些共性，但各自的业态特征与作用机理存在较大差异。一旦需要深入分析这六

种不同平台的行业特点，平台企业与供需双方的互动机制，所处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特征对平

台的影响机理，平台拉动内需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等具体问题，就很难在统一的理论

框架中进行。本文聚焦于外卖平台，不仅是因为它同时与网络销售类和生活服务类平台直接

相关，而且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饮食消费习惯，对拉动消费内需起到重要作用，在平

台经济中具有典型性，并且对于其他类型平台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中国 2015 年外卖总体市场规模仅为 491 亿元，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之前的 2019 年已经

达到了 6536 亿元，年平均增速为 91.0%。相比之下，餐饮业整体市场规模从 2015-2019 年

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9.7%。新冠肺炎疫情使 2020 年的餐饮业整体市场规模比 2019 年下降了

15.4%，但当年外卖市场规模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增速为 27.8%，如图 1左轴所示。

并且，外卖市场规模占餐饮业的比重在 2016 年只有 3.5%，到了 2020 年已经占了 21.1%，

见图 1右轴。美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如图 2 左轴所示，美国的外卖市场规模 2015-2019 年均

增速为 26.1%，相比之下餐饮业整体市场规模年均增速只有 5.1%。2020 年疫情期间，美国

的餐饮业整体市场规模下降了 21.5%，但外卖市场规模增速仍有 20.5%。外卖市场规模占餐

饮业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但到了 2020 年仅为 3.9%，见图 2 右轴。 

 

图 1 中国外卖和餐饮业营业收入对比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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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5-2019 年的外卖营业收入数据来自美团研究院和中国饭店协会外卖专业委员会发布的

《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2020年的信息来自易观数据。 

 

 

图 2 美国外卖和餐饮业营业收入对比 

注： 

数据来源：https://www.zippia.com/advice/food-delivery-industry-statistics/。 

 

外卖平台发展与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特点有关。从历史比较看，中国是在

迈入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外卖平台才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美团、饿了么等代表性企业在

2010 年前后相继注册成立。从国别比较看，美国虽然人均 GDP 远高于中国，但相对地广人

稀，人口分布不均衡。而印度虽然人口稠密，但人均 GDP 只有中国的约五分之一。这两个

大国都没有出现与美团规模相当的外卖平台。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外卖平台企业是美团。

美团在 2015 年与餐饮相关的营业收入是 17.5 亿元，2020 年已经增加到 662.7 亿元，年均增

速 106.9%；其活跃商户数从 2015年的 200万家增加到 2020年的 680万家，年均增加 27.7%。

如图 3 所示，2019 年虽然美国餐饮整体市场规模比中国高 29%，但所有在线外卖平台的总

餐饮营业收入仅约为美团外卖的 30%，其中规模最大的企业 Doordash 仅为美团的 10%。2020

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美国在线外卖规模虽有大幅提升，但总营业收入也只有美团外卖的

67%，其中 Doordash 为美团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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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团、Doordash、美国整体在线外卖营收对比 

注： 

数据来源：https://www.businessofapps.com/data/doordash-statistics/。 

 

基于以上现象，本文探究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在同一个经济体中，外卖平台企业

为什么比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规模更大，并且收入增长速度更快？（2）在不同经济体中，

为什么外卖平台企业在发展规模与速度上存在巨大差异？特别地，为何中国最大的餐饮外

卖平台美团比美国最大餐饮外卖平台Doordash发展得更快、规模更大？（3）为什么外卖规

模在餐饮业的比重在中美两国都随时间不断上升？（4）平台企业推动产业升级，拉动消费

内需的逻辑机制是什么？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在基准模型中，本文重点刻画外卖平台的生活服务类特征，即连接消费者与餐馆的配送

服务。消费者具有两维异质性：（1）偏好的餐馆（餐品）不同；（2）与目标餐馆的距离不同，

距离越远，配送成本越高。外卖平台不参与生产，只提供交易过程中的配送服务，然后与餐

馆进行收入分成。外卖平台的配送服务具有规模效应，能够降低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即

交易费用。外卖平台推动餐饮业产业升级的机制是：餐馆进入—配送成本下降—消费者增加

—餐馆再进入—配送成本再下降—消费者再增加的正反馈过程。外卖平台能够比单个餐馆增

长速度更快，正是源于接入平台的餐馆数量不断增加。在此过程中，平台经济拉动消费内需

的机制是：（1）配送服务使原本因等待时间太长与财务成本太高而不在餐馆购买餐品的消费

者进入了市场，拓展了消费的边界；（2）营业收入的提高让更多新餐馆有能力进入市场，从

而激活各自对应的目标消费者，丰富了消费的内涵。由于外卖平台扩大了餐馆的经营半径，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2017 2018 2019 2020

美团营收（亿元人民币）

Doordash营收（亿元人民币）

美国在线外卖营收（亿元人民币）



5 
 

不同地理位置上的餐馆更容易出现竞争，进行优胜劣汰，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另外，外卖平

台将餐馆的经营转到线上，降低了餐馆经营的固定成本，也促进了餐饮业发展。这些分析表

明，配送服务的成本分担特点是外卖平台经济产生网络外部性的重要微观基础。 

然后，本文根据基准模型，分析经济体发展阶段相关的各个因素如何影响外卖平台的规

模。比较静态分析表明，当经济体的人口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道

路和网络等基础设施越完善，外卖骑手劳动力成本越低，餐馆就能够为更多的消费者提供服

务，从而使市场规模更大，单个餐馆的收入更高，更多新餐馆进入平台，外卖平台的规模随

之扩大。随着人均收入提高，餐饮消费的时间成本增加，相比到店消费，人们更偏向外卖，

提升了外卖规模占餐饮业的比重。特别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外卖平台通过无接触配送，

让餐馆继续在线上经营，稳住了餐饮业的消费内需。本文还讨论了平台由配送规模效应形成

的自然垄断，以及平台对消费者进行“大数据杀熟”的影响。  

进一步，本文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引入外卖平台为餐馆和消费者提供的匹配服务，重

点探讨其在连接人与餐品之间，提高匹配效率，体现了网络销售类平台特征。拓展模型中，

买卖双方信息是不对称的，餐馆面对的并不一定都是其目标消费者，消费者最初也并不一定

知道哪家餐馆能提供自己偏好的餐品。外卖平台的匹配功能为消费者提供搜索服务，并为餐

馆提供广告服务，从而将消费者对应到目标餐馆，进而增加了均衡时平台上餐馆的数量、外

卖消费者规模、餐馆与平台的收入，以及消费者福利。 

最后，本文探究了模型在其他类型平台中的延拓性。该模型虽然根据外卖平台的特点构

建，但是对于讨论其他类型的平台经济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启发意义。模型在进行部分

修改之后，可以用于研究淘宝、亚马逊等网络销售类平台，以及滴滴等生活服务类平台，探

究这些平台企业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经济体发展阶段的联系，以及拉动消费内需的机制。 

本文与以下文献相关： 

第一，双边市场理论。平台经济最早被刻画为消费者-平台-生产者的双边市场。例如游

戏机和刷卡机，平台扮演了交易媒介的角色，从生产者处收取费用，再将产品卖给消费者

（Rochet and Tirole，2003）。Rochet and Tirole（2006）将平台带来的外部性分为（1）网络外

部性：平台的一类用户的数量对另一类用户在平台上获取的价值产生影响；（2）使用外部

性：平台的价值产生于用户的使用。大多数文章集中研究平台如何同时对两边市场进行设计

（Rysman，2009）。在平台购物的过程中，消费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Dinerstein et al.（2018）

研究了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让消费者找到最偏好的产品，并且增加厂商降价的激励。当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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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分享自身数据时，平台能够提升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匹配效率，但同时也让平台有更大的

垄断力（Kirpalani and Philippon，2020）。由于消费者存在异质性，平台往往分层运行（王勇

等，2021）。这类文献主要通过微观视角，讨论对平台企业如何进行市场设计以及相关的效

率分析，而较少涉及平台与所处经济体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平台对于产业升级和

消费内需的宏观作用。 

第二，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蔡跃洲和牛

新星，2021；伍晓鹰和余昌华，2021）。Jones and Tonetti（2020）首次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

入了数据的作用，强调数据的非竞争性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提高了企业产出的增长率。考虑数

据在创新过程中的影响，市场环境会对消费者隐私、数据使用量和研发效率产生影响（Cong 

et al.，2021）。数据可以披露出更多的信息，但是未来信息会导致人们在现期过度反应，从

而增加风险（Farboodi and Veldkamp，2020）。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数据资源—企业能力—产品

创新绩效这一机制真正成为企业现实的生产要素（谢康等，2020），并推动企业管理变革（戚

聿东和肖旭，2020）。数字企业会通过技术外溢帮助传统产业进行转型，但也可能会在后者

未转型成功时对其造成打击（许恒等，2020）。这类文献主要研究了数据要素在不同产业都

具有的共性特征对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但没有结合不同类

型平台经济的具体产业特征对微观作用机制加以分析，也很少深入研究社会经济特征如何

影响平台经济规模。 

第三，数字经济与互联网平台。大数据金融科技具有突出的信息优势，能更加准确地预

测违约，有效提高金融普惠性（黄益平和邱晗，2021）。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地提高家庭收入，

且能够帮助改善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张勋等，2019），减少农村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同

时增加农村消费性正规信贷（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大众创业，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赵涛等，2020），并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增强产业智能化

（黄群慧等，2019）。这一过程虽然削弱了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收入，但数字化治理模式

也改善了其相对福利效应（柏培文和张云，2021）。在市场结构方面，大型互联网平台类企

业垄断，中小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与衍生业务竞争（苏治等，2018）。在对外贸易中，跨境

电商平台为中国出口提供了新的增长机会（马述忠和房超，2021）。这类文献从不同的角度

出发，研究互联网平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为简约型（reduced form）实证研

究。然而，要提炼出更为基础的机制，避免分析的碎片化，提高分析的系统性、逻辑的严谨

性和视角的完整性，就需要将平台企业与经济发展的各个相关因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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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框架之中。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第一，本文根据外卖平台的具体特征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研究决定平台企业的规模与

增长的主要因素，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经济体中平台企业比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规模更大

且增长速度更快，为什么不同经济体中的最大的平台企业的规模与增速也存在重大差异，以

及为什么外卖规模在餐饮业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并且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探讨了平台

经济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 

第二，本文在模型中详细刻画了外卖平台配送和匹配这两个功能，丰富了平台经济网络

外部性的微观机制，并强调平台经济如何促进相关产业升级，拉动消费内需，拓宽了平台经

济的宏观研究视角。 

第三，根据外卖平台构建的理论模型，不仅深入分析了生活消费类平台与网络销售类平

台的配送服务、匹配供需等具体功能特点，而且讨论了外卖平台企业与其他相关类型的平台

型企业（比如淘宝、京东、亚马逊等可以跨地区贸易的网络销售类的平台型企业，以及诸如

滴滴等主要服务于本地的生活消费类平台型企业）之间的区别与共性，亦有助于更好地对比

分析社交娱乐类、信息资讯类、金融服务类和计算应用类等其他类型平台经济的特点，为相

关政策的研究制定提供因地制宜、因产业制宜、因发展阶段制宜的理论依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基准模型，刻画外卖平台的配送服务；第三部分

结合经济体发展阶段，对基准模型的结果进行讨论；第四部分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外卖平台提

供的匹配服务；第五部分根据其他类型平台的特征，讨论模型的延拓性；第六部分进行总结。 

二、基准模型：配送服务 

这部分根据外卖经济的特征，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刻画外卖平台在配送服务中利用规

模效应降低餐馆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从而扩大了餐馆和平台自身的规模，推动了餐饮

业的产业升级，并拉动了消费内需。 

（一）模型设定 

经济中的参与者有消费者、餐馆和一家外卖平台。平台连接餐馆和消费者，提供配送服

务。餐馆的数量是离散的，不同餐馆生产差异化的餐品，各自对应一组密度为 1的均匀分布

的连续统目标消费者。每个消费者对餐品的需求量均为 1单位。简化起见，本文设定消费者

的口味十分挑剔，只会在目标餐馆消费，不会选择其他餐馆。现实中通常可以观察到，口味

清淡的消费者一般不会选择辛辣的川菜馆、湘菜馆，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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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参与者的设定如图 4 所示。每家餐馆都对应一条线段，左侧顶点是餐馆的位置，

线段上的每个点是这家餐馆的目标消费者。坐标轴的刻度表示消费者到餐馆的距离，与餐馆

距离越远的消费者需要支付的配送成本（包括时间等待成本）越高。线段长度为 L，每家餐

馆对应的消费者人数有上界。潜在进入市场的餐馆有无限家。如果新餐馆进入，就激活了与

其对应的新消费者。 

 

 

图 4 模型设定示意图 

 

为简化分析，假设所有消费者对用餐过程的支付意愿𝑢𝑢均相同，且为共同信息。餐品的

单位距离配送成本为𝑐𝑐。如果餐馆自主送餐，每次只能服务一个距离点的消费者，需求量为

𝑥𝑥𝑛𝑛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外卖平台的作用是，利用规模效应一次性为接入平台的所有餐厅的同一个距离点的消

费者提供配送服务，降低了配送的平均成本，从而将每一家餐馆的需求量都提高至𝑥𝑥𝑛𝑛
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如图 4）。这是外卖平台提供的核心服务之一。 

外卖平台的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随餐馆数量增多而下降这一关键设定与现实一致。外

卖骑手利用空间较大的保温箱，可以将多个餐馆的餐品一次性配送给同一个区域的多个消费

者。餐馆在享受外卖平台的配送服务同时，也为平台提供了地理与时间等多维度的客户信息。

外卖平台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持续不断地收集外卖骑手的轨迹数据，并对骑手的行驶路线进

行优化，使近千万骑手形成有条不紊的劳动秩序，提高配送的效率（陈龙，2020）
①
。 

当有 N家餐馆接入平台，每个距离点上的消费者总数是 N单位，外卖平台能够将单位距

离平均配送成本降低到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𝑓𝑓(𝑁𝑁)是单调递增的凹函数，设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𝑁𝑁→+∞

𝑓𝑓′ (𝑁𝑁) = 0， 𝑓𝑓(1) = 1。𝑓𝑓(𝑁𝑁)

的凹函数性质源于：餐馆数量增多，虽然骑手可以携带更多餐品，但外卖平台需要为骑手设

计更加复杂的行程，增加骑手的数量，骑手也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在路途中保持餐品质量，使

平均配送成本的下降速度呈现边际递减。 

此处设定餐馆只能为所有消费者设定统一的价格𝑝𝑝。当平台中有 N家餐馆时，距离餐馆

𝑥𝑥处的消费者效用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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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𝑢𝑢(𝑥𝑥) = 𝑢𝑢 − 𝑝𝑝 −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𝑥𝑥 （1） 

市场结构方面，每个餐馆都是垄断的。简化起见，设餐馆生产的边际成本为 0，营业收

入即等于利润。餐馆和外卖平台对收入按固定的比例分成，作为使用平台服务支付的成本。

在现实中，外卖平台以佣金的形式对餐馆的收入按比例抽成，与本文设定一致。尽管外卖平

台没有参与生产过程，但其提供的配送服务为餐馆拓展了经营半径。如果不接入平台，餐馆

就要承担更高的交易费用带来的损失。 

（二）模型求解 

消费者的外部选择是自行在家做饭，效用标准化为 0。只有从市场上购买餐品带来的效

用大于 0时，消费者才会选择进入外卖市场，将家庭生产转为市场消费。 

当外卖平台中接入了 N 家餐馆，根据效用函数（1）式，距离餐馆最远的消费者效用为

0，求得单个餐馆的需求量是： 

𝑥𝑥 = (𝑢𝑢 − 𝑝𝑝)
𝑓𝑓(𝑁𝑁)
𝑐𝑐

 

此处给定餐馆和外卖平台对总收入的分成比例分别是𝑎𝑎和1− 𝑎𝑎（后续将其内生化）。餐

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是： 

𝑙𝑙𝑎𝑎𝑥𝑥 
𝑝𝑝

𝜋𝜋𝑠𝑠𝑛𝑛(𝑝𝑝) = 𝑎𝑎𝑝𝑝(𝑢𝑢 − 𝑝𝑝)
𝑓𝑓(𝑁𝑁)
𝑐𝑐

 

当需求量未达人口上限，单个餐馆在均衡中对餐品的定价为 𝑝𝑝 = 𝑢𝑢
2
，消费者人数𝑥𝑥 = 𝑢𝑢𝑠𝑠(𝑁𝑁)

2𝑐𝑐
,

收入是𝜋𝜋𝑠𝑠𝑛𝑛 = 𝑎𝑎 𝑢𝑢2𝑠𝑠(𝑁𝑁)
4𝑐𝑐

，消费者福利是𝑊𝑊𝑛𝑛 = 𝑢𝑢2𝑠𝑠(𝑁𝑁)
8𝑐𝑐

。方便起见，记𝑘𝑘 = 𝑢𝑢2

4𝑐𝑐
，即餐馆不接入外卖

平台时获得的收入。外卖平台提供的配送服务将单个餐馆的消费者数量扩大了𝑓𝑓(𝑁𝑁)倍，同时

也将单个餐馆的收入扩大了𝑓𝑓(𝑁𝑁)倍。这些新增的消费者从家庭生产（household production）

转型为市场消费，直接增加了餐饮服务业的 GDP，促进了经济增长（Buera & Kaboski，2012），

体现出平台中餐馆数量对消费者产生网络外部性。 

当价格𝑝𝑝 = 𝑢𝑢
2
的消费者人数大于人数上限𝐿𝐿时，餐馆将价格提升到使距离为𝐿𝐿的消费者效

用为 0，即𝑝𝑝 = 𝑢𝑢 −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𝐿𝐿，𝜋𝜋𝑠𝑠𝑛𝑛 = 𝑎𝑎 �𝑢𝑢 −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𝐿𝐿� 𝐿𝐿。此时，餐馆数量带来的单位距离平均配送

成本递减效应仍能提高单个餐馆的收入。本文后续主要讨论消费者需求量未达上限的情形。 

对 N 家餐馆求和，得到外卖平台中消费者的总规模是𝑋𝑋 = 𝑢𝑢
2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消费者总福利是

𝑊𝑊 = 𝑢𝑢2𝑠𝑠(𝑁𝑁)𝑁𝑁
8𝑐𝑐

，外卖平台的收入是𝜋𝜋𝑝𝑝 = (1− 𝑎𝑎) 𝑢𝑢
2𝑠𝑠(𝑁𝑁)𝑁𝑁
4𝑐𝑐

。除去常数，外卖平台的收入相比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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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还要再乘 N 的一次项。当餐馆数量 N 增加时，外卖平台收入的增长率就会高于单个餐

馆，因为外卖平台的收入增长不仅来自与单个餐馆分成，还来自接入平台的餐馆数量增加。

同时，平台中餐馆数量越多，消费者福利就越高。 

（三）内生分成份额 

这一节引入餐馆经营的固定成本，将分成份额和餐馆数量内生化。 

餐馆每期经营都需要支付固定成本，对应现实中的店铺租金等。每期收入大于固定成本

时，餐馆才会选择进入市场经营。当平台中有 n家餐馆，所有餐馆的固定成本都是𝑔𝑔(𝑛𝑛)，其

中𝑔𝑔(𝑛𝑛)是单调递增的凸函数，体现了餐馆之间拥挤效应带来的负外部性。即使不接入平台，

餐馆的固定成本也同样会被抬高。在现实中，该固定成本函数反映了餐馆数量增加提高了对

店铺和员工的需求，地价租金、厨师工资等等都水涨船高，因此提高了餐馆经营的固定成本。 

由于𝑓𝑓(𝑁𝑁)是凹函数，满足 lim
N→+∞

𝑓𝑓′ (𝑁𝑁) = 0，𝑔𝑔(𝑁𝑁)是凸函数，二者均单调递增，则存在

自然数𝑁𝑁�，使得餐馆数量满足达到稳态的条件： 

 𝑎𝑎𝑘𝑘𝑓𝑓(𝑁𝑁� + 1) < 𝑔𝑔(𝑁𝑁� + 1)，且𝑎𝑎𝑘𝑘𝑓𝑓(𝑁𝑁�) ≥ 𝑔𝑔(𝑁𝑁�) （2） 

即当有𝑁𝑁�家餐馆接入外卖平台，新餐馆预期自己进入后，平台中的餐馆数变为𝑁𝑁�+1，收

入是𝑎𝑎𝑘𝑘𝑓𝑓(𝑁𝑁� + 1)，小于固定成本𝑔𝑔(𝑁𝑁� + 1)，所以不会进入市场，那么𝑁𝑁�就是平台中餐馆数量

的上限。 

接下来计算𝑁𝑁�。给定收入分成比𝑎𝑎，先求解方程𝑎𝑎𝑘𝑘𝑓𝑓(𝑛𝑛) = 𝑔𝑔(𝑛𝑛)，然后对𝑛𝑛进行取整得到

𝑁𝑁�。显然，当𝑎𝑎增大时，𝑁𝑁�也会增大，即餐馆在收入分成中得到的份额越大，均衡时的餐馆数

量就越多。记𝑁𝑁� = [ℎ(𝑎𝑎)]，其中ℎ(𝑎𝑎)是增函数。带入外卖平台的收入最大化问题： 

𝑙𝑙𝑎𝑎𝑥𝑥
𝑝𝑝

 𝜋𝜋𝑝𝑝 = (1− 𝑎𝑎)
𝑢𝑢2𝑓𝑓�ℎ(𝑎𝑎)�ℎ(𝑎𝑎)

4𝑐𝑐
 

先求解一阶条件，得到𝑎𝑎满足： 

(1 − 𝑎𝑎)
𝑑𝑑ℎ(𝑎𝑎)/𝑑𝑑𝑎𝑎
ℎ(𝑎𝑎) �

𝑑𝑑𝑓𝑓�ℎ(𝑎𝑎)�/𝑑𝑑�ℎ(𝑎𝑎)�
𝑓𝑓�ℎ(𝑎𝑎)�

ℎ(𝑎𝑎) + 1� = 1 

然后将𝑎𝑎带入ℎ(𝑎𝑎)，取整得到𝑁𝑁�，最后求出平台设定的最优收入分成份额𝑎𝑎∗ = ℎ−1(𝑁𝑁�)。 

特别地，当配送成本的下降函数和餐馆固定成本函数满足如下设定： 

 𝑓𝑓(𝑛𝑛) = 𝑛𝑛𝛼𝛼，𝑔𝑔(𝑛𝑛) = 1
𝜆𝜆
𝑛𝑛𝛽𝛽，其中𝛽𝛽 >  1 > 𝛼𝛼，𝜆𝜆 > 1 （3） 

其中，𝛼𝛼越高代表餐馆之间因平台提供的配送成本分担带来的正外部性越强，而𝛽𝛽越高

则表示餐馆之间拥挤效应带来的诸如店面租金的上涨等的负外部性越强。求解方程

𝑎𝑎𝑘𝑘𝑓𝑓(𝑛𝑛) = 𝑔𝑔(𝑛𝑛)，得到𝑁𝑁� = [ℎ(𝑎𝑎)] = �(𝑎𝑎𝜆𝜆𝑘𝑘)
1

𝛽𝛽−𝛼𝛼�。餐馆进入的上限是�(𝜆𝜆𝑘𝑘)
1

𝛽𝛽−𝛼𝛼�。将ℎ(𝑎𝑎)带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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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平台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𝑙𝑙𝑎𝑎𝑥𝑥
𝑝𝑝
𝜋𝜋𝑝𝑝 = (1− 𝑎𝑎)

𝑢𝑢2𝑓𝑓�ℎ(𝑎𝑎)�ℎ(𝑎𝑎)
4𝑐𝑐

= (1− 𝑎𝑎)(𝑎𝑎𝜆𝜆𝑘𝑘)
𝛼𝛼+1
𝛽𝛽−𝛼𝛼

𝑢𝑢2

4𝑐𝑐
 

求解一阶条件得到：𝑎𝑎 = 𝛼𝛼+1
𝛽𝛽+1

，即上每家餐馆所获得的收入分成份额是一个常数，随配

送成本下降的正外部性强度𝛼𝛼递增，随餐馆拥挤效应的负外部性强度𝛽𝛽而递减，但是不受餐

馆基础收入𝑘𝑘的影响。进一步求出𝑁𝑁� = [ℎ(𝑎𝑎)] = ��𝛼𝛼+1
𝛽𝛽+1

𝜆𝜆𝑘𝑘�
1

𝛽𝛽−𝛼𝛼�。最后，将𝑁𝑁�带回𝑎𝑎∗ = ℎ−1(𝑁𝑁�)，

得出在收入分成中餐馆的份额。 

社会总福利等于消费者福利加上餐馆和平台的收入，再减去餐馆固定成本： 

𝑊𝑊𝑠𝑠(𝑁𝑁) =
𝑢𝑢2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8𝑐𝑐
+
𝑢𝑢2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4𝑐𝑐
− 𝑔𝑔(𝑁𝑁)𝑁𝑁 =

3𝑢𝑢2𝑁𝑁𝛼𝛼+1

8𝑐𝑐
−

1
𝜆𝜆
𝑁𝑁𝛽𝛽+1 

一阶条件求得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时，餐馆数量𝑁𝑁∗ = �𝑙𝑙𝑙𝑙𝑛𝑛{�3
2
𝛼𝛼+1
𝛽𝛽+1

𝜆𝜆𝑘𝑘�
1

𝛽𝛽−𝛼𝛼 , (𝜆𝜆𝑘𝑘)
1

𝛽𝛽−𝛼𝛼}�。为了

达到社会最优，平台需要对应地设定餐馆在分成中的份额𝑎𝑎∗ = 𝑙𝑙𝑙𝑙𝑛𝑛{3
2
𝛼𝛼+1
𝛽𝛽+1

, 1}，高于平台自身

利润最大化时餐馆得到的份额。 

综合上一节的讨论，外卖平台推动餐饮业产业升级的机制是：平台利用配送服务的规模

效应，降低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扩大餐馆的经营半径，同时让更多新餐馆在支付固定成

本后进入市场，使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继续下降，由此形成了一个正反馈过程。这一效应

受到平台和餐馆之间分成份额的影响。外卖平台可以适当压低自身的收入份额，让更多餐馆

进入市场，并且考虑市场中餐馆的过度拥挤，从而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 

（四）餐馆之间的竞争 

在基准模型设定中，每种餐品只有一家餐馆经营，餐馆之间没有竞争。但现实中，外卖

平台上的同一种餐品可能有多家餐馆经营，不同餐馆之间存在竞争。特别当消费者数量有限，

距离足够近的餐馆会对消费者产生激烈的争夺。接下来，本文对基准模型进行修改，结合

Hotelling 海滩模型，讨论餐馆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的情景。Armstrong（2006）也曾使用

Hotelling 模型研究过两个平台之间的竞争。 

每家餐馆对所有消费者仍然只能征收相同的餐品价格，配送费全部由消费者承担。假设

对于每一类相同偏好的消费者都存在两家餐馆，如图 5所示，其中餐馆 1和 2提供的餐品对

于消费者完全可替代，但是所处的地理位置外生给定，分别位于消费者线段的两端，面对的

消费者总长度为𝐿𝐿，设𝐿𝐿 > 𝑢𝑢
𝑐𝑐
。设餐馆 1 的边际生产成本为𝜃𝜃1，餐馆 2 的边际生产成本为𝜃𝜃2，

𝜃𝜃1 < 𝜃𝜃2 < 𝑢𝑢，均为共同知识。在此设定下，餐馆 1的边际成本更低，即效率更高。当没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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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平台时，餐馆 1的利润最大化问题是： 

𝑙𝑙𝑎𝑎𝑥𝑥 
𝑝𝑝

𝜋𝜋1(𝑝𝑝) = (𝑝𝑝 − 𝜃𝜃1)(𝑢𝑢 − 𝑝𝑝)
1
𝑐𝑐
 

求得价格𝑝𝑝1 = 𝑢𝑢+𝜃𝜃1
2

，消费者数量𝑥𝑥1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𝑢𝑢−𝜃𝜃1

2𝑐𝑐
。同理，餐馆 2的价格𝑝𝑝2 = 𝑢𝑢+𝜃𝜃2

2
，消费者数

量𝑥𝑥2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𝑢𝑢−𝜃𝜃2

2𝑐𝑐
。此时，两家餐馆的消费者数量之和为

𝑢𝑢
𝑐𝑐
− 𝜃𝜃1+𝜃𝜃2

2𝑐𝑐
，小于 L，二者没有形成竞争

（如图 5不接入平台部分所示），所以各自在对应的消费者中垄断。 

假设经济体中，平台上一共有
𝑁𝑁
2
种不同口味类型的餐馆，每种口味类型有两家餐馆，所

以共有 N家餐馆。当所有 N家餐馆都接入平台后，如果两家餐馆的顾客没有重叠，则餐馆 1

的需求量是𝑥𝑥1
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 𝑙𝑙𝑙𝑙𝑛𝑛{𝑢𝑢−𝜃𝜃1

2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𝐿𝐿}，餐馆 2的需求量是𝑥𝑥2

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 𝑙𝑙𝑙𝑙𝑛𝑛{𝑢𝑢−𝜃𝜃2
2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𝐿𝐿}。

但是当𝑥𝑥1
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 𝑥𝑥2

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 𝐿𝐿时，两家餐馆的消费者出现交叉（如图 5 接入平台部分所

示），将会产生竞争。 

 

 

图 5 餐馆竞争 

 

产生竞争时，记临界点消费者和餐馆1的距离是𝑥𝑥1，那么餐馆2的需求量是𝑥𝑥2 = 𝐿𝐿 − 𝑥𝑥1。

餐馆 1和餐馆 2给𝑥𝑥1处的消费者带来的效用相同，满足： 

𝑢𝑢 − 𝑝𝑝1 −
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
𝑥𝑥1 = 𝑢𝑢 − 𝑝𝑝2 −

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

(𝐿𝐿 − 𝑥𝑥1) 

𝑥𝑥1 =
𝑓𝑓(𝑁𝑁)

2𝑐𝑐
(𝑝𝑝2 − 𝑝𝑝1) +

𝐿𝐿
2
 

餐馆 1的利润最大化问题是： 

𝑙𝑙𝑎𝑎𝑥𝑥 
𝑝𝑝1

𝜋𝜋1(𝑝𝑝1) = (𝑝𝑝1 − 𝜃𝜃1) �
𝑓𝑓(𝑁𝑁)

2𝑐𝑐
(𝑝𝑝2 − 𝑝𝑝1) +

𝐿𝐿
2�
 

一阶条件得到餐馆 1 的价格：𝑝𝑝1 = 𝑝𝑝2+𝜃𝜃1
2

+ 𝐿𝐿𝑐𝑐
2𝑠𝑠(𝑁𝑁)

。对称地，得到餐馆 2 的价格：𝑝𝑝2 =

𝑝𝑝1+𝜃𝜃2
2

+ 𝐿𝐿𝑐𝑐
2𝑠𝑠(𝑁𝑁)

。然后得出两家餐馆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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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𝑝1 =
1
3

(2𝜃𝜃1 + 𝜃𝜃2) +
𝐿𝐿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

 

𝑝𝑝2 =
1
3

(2𝜃𝜃2 + 𝜃𝜃1) +
𝐿𝐿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

 

可以看出，𝑝𝑝1 < 𝑝𝑝2，且随着餐馆数量增加，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下降，同一类型的两

家餐馆的竞争加剧，价格都下降。进一步，分别求得两家餐馆的需求量： 

𝑥𝑥1 =
𝑓𝑓(𝑁𝑁)

6𝑐𝑐
(𝜃𝜃2 − 𝜃𝜃1) +

𝐿𝐿
2
 

𝑥𝑥2 =
𝐿𝐿
2
−
𝑓𝑓(𝑁𝑁)

6𝑐𝑐
(𝜃𝜃2 − 𝜃𝜃1) 

由𝜃𝜃2 − 𝜃𝜃1 > 0，得到当接入平台的餐馆数量 N增加，餐馆 1的需求量𝑥𝑥1上升，餐馆 2的

需求量𝑥𝑥2下降。当𝑓𝑓(𝑁𝑁) > 3𝐿𝐿𝑐𝑐
(𝜃𝜃2−𝜃𝜃1)，餐馆 1即可将餐馆 2完全挤出市场。在两家餐馆竞争的过

程中，消费者需要支付的餐品价格和配送成本均下降，且价格更低的餐馆 1 规模不断扩大，

使得消费者总福利提高。 

餐馆 1和餐馆 2产生的总收入是： 

𝜋𝜋1 + 𝜋𝜋2 =
4𝑓𝑓(𝑁𝑁)

9𝑐𝑐
(𝜃𝜃2 − 𝜃𝜃1)2 +

𝐿𝐿2𝑐𝑐
4𝑓𝑓(𝑁𝑁) 

其中，第一项是收入更高的企业 1规模扩大带来的总收入增加，第二项是竞争加剧造成

的总收入下降。 

外卖平台通过降低配送成本的方式，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人们可以购买原先由于距离

过远而不得不放弃的餐品，使两家地理位置相隔较远的餐馆产生竞争。由此，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选择效率更高的餐馆，低效率餐馆的需求量则逐渐下降。随着配送成本低到一定程度，

低效率餐馆将彻底退出，市场上最终只留下了高效率的餐馆进行垄断。如果同类型新餐馆继

续进入，市场将重新回到竞争状态，效率更高的餐馆最终留在市场中，推动了餐饮业的产业

升级，并且提高了消费者福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高效率的餐馆会更加积极地接入外卖平

台，从而拓展业务范围，将低效率的餐馆淘汰。所以，消费者将在外卖平台上更容易找到高

效率的餐馆。 

（五）降低固定成本 

在现实中，餐饮消费需求较大的区域往往人口密集度大，土地租金很高。在没有外卖平

台时，由于经营半径较小，餐馆必须开设在这些地点的附近，经营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店铺

固定成本。外卖平台让餐馆可以利用配送服务扩大经营半径，将经营从线下转到线上，从而

无需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开店，降低对店铺地段和面积的依赖，在本文的模型中体现为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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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成本下降。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密集区域地价上涨的情况下，餐馆通过平台

外卖服务节省店铺固定成本的动机就会更强。 

如图 6 所示，市场中有 N 家餐馆时，原先的固定成本是𝑔𝑔(𝑁𝑁)，由于线上经营可以节约

店面等成本，餐馆接入外卖平台后的固定成本下降为𝛿𝛿𝑔𝑔(𝑁𝑁)。这使得更多餐馆可以在每一期

支付固定成本后进入市场，稳态时的餐馆数量从𝑁𝑁�1增加到𝑁𝑁�2，带动了餐饮业的发展，提高了

消费者福利。 

 
图 6 线上经营降低固定成本 

（六）小结 

在基准模型中，外卖平台在餐馆和消费者之间提供配送服务。外卖平台通过发挥配送过

程中的规模优势，降低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使餐馆的服务半径扩大，收入增加；同时让

更多新餐馆进入市场，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可以继续下降，这样的正反馈过程推动了餐饮

业的产业升级。源源不断进入市场的新餐馆使外卖平台的增速高于单个餐馆。在此过程中，

平台经济拉动消费内需的机制是：（1）单个餐馆服务的消费者人数增多，拓展了消费的边

界；（2）新餐馆进入激活了对应的新消费者，丰富了消费的内涵。随着餐馆不断进入，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从家庭生产转型为市场消费，为餐饮业贡献了 GDP。另外，外卖平台还通过

加强餐馆之间的竞争，降低餐馆线下经营固定成本的方式促进餐饮业发展，提高消费者福利。 

三、对基准模型的讨论 

这部分在基准模型统一的框架下，探究经济体发展阶段影响外卖平台和餐馆规模的各个

因素，平台经济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增长路径，外卖平台的垄断，以及平台使用大数据对消费

者进行的价格歧视。 

（一）影响平台规模的因素 

1. 人口规模 

在基础模型中，每个餐馆对应的顾客数量被所在区域内的人口总规模约束。人口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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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餐馆对应更长的消费者线段。记两个区域的消费者线段长度分别是𝐿𝐿1和𝐿𝐿2，设𝐿𝐿2 > 𝐿𝐿1。

当两个区域的外卖平台接入的餐馆数量满足单个餐馆在无约束条件下的经营半径均大于𝐿𝐿1

且小于𝐿𝐿2，那么区域 1餐馆的消费者人数只能等于𝐿𝐿1，而区域 2的餐馆仍然可以做无约束条

件的决策，即𝑝𝑝1 = 𝑢𝑢 −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𝐿𝐿1，𝑝𝑝2 = 𝑢𝑢

2
。此时区域 2 的餐馆可选择定价为𝑝𝑝2 = 𝑢𝑢 −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𝐿𝐿1获

得与区域 1 的餐馆相同的收入，但其最优选择是𝑝𝑝2 = 𝑢𝑢
2
，所以区域 2 餐馆的收入将会更高。 

如图 7所示，𝑁𝑁�表示区域 1的餐馆经营半径开始被约束时，平台中接入的餐馆数量。当

两个区域的餐馆数量继续增加，区域 2的餐馆收入高于区域 1。随着餐馆数量带来的拥挤效

应导致经营的固定成本上升，区域 1由于单个餐馆收入更低，两个区域稳态时的餐馆数量满

足𝑁𝑁�1 < 𝑁𝑁�2。人口规模越大，餐馆的收入就越高，稳态时的餐馆数量就更多。 

外卖平台往往出现在人口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例如中国、美国、印度等。中国是世界人

口大国，2021 年末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城市中国有 18 个，使中国外卖平台的总规模比其他

人口数量较少的国家更大。虽然北欧的一些国家人均收入名列前茅，但是由于人口总数太少，

没有出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外卖平台。这体现了超大规模经济体对平台经济发展的优势。 

 

 
图 7 人口规模对平台经济的影响 

 

2.人口密度 

外卖平台的规模还和人口密度紧密相关。当餐馆对应的消费者分布射线上人口密度为𝛾𝛾，

外卖平台接入了 N家餐馆时，，每个距离点上消费者的总数只有𝛾𝛾𝑁𝑁单位，使配送成本只能下

降到
𝑐𝑐

𝑠𝑠(𝛾𝛾𝑁𝑁)。餐馆的收入是𝜋𝜋𝑠𝑠𝑛𝑛 = 𝑎𝑎 𝑢𝑢2𝑠𝑠(𝛾𝛾𝑁𝑁)𝛾𝛾
4𝑐𝑐

，平台的收入是𝜋𝜋𝑝𝑝 = (1− 𝑎𝑎) 𝑢𝑢
2𝑠𝑠(𝛾𝛾𝑁𝑁)𝛾𝛾𝑁𝑁

4𝑐𝑐
。显然，当

人口密度越高，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越低，餐馆的收入越高，平台能够得到的收入也就越

高。当𝛾𝛾较小时，餐馆的收入较低，将不会有足够多的餐馆进入市场。结合上一小节，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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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平台中消费者的人数和密度对餐馆产生网络外部性。 

2021年，在全世界最大的 20个城市群中，中国拥有北京（人口密度 4658 人/km
2
）、上

海（人口密度 5436 人/km
2
）和广州（人口密度 4950 人/km

2
），而美国只有纽约（人口密度

1728 人/km
2
），西欧发达国家的城市无一进入。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中国城市人口更加稠

密，为餐馆带来了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是餐饮和外卖平台加速发展的基础。相比之下，美国

等发达国家虽然人均收入更高，但由于大部分区域地广人稀，使得同样的距离无法覆盖更多

的消费者，降低了餐馆的收入。外卖平台也无法充分发挥配送地规模效应，导致平台发展缓

慢。这为中国在平台经济领域带来了赶超的机会。所以，进一步发展平台经济，中国就需要

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在各个区域建立一批城市群，特别是二三线城市，鼓励散落在乡镇和

农村的人群进入城市生活，从而提高区域人口密度，发挥平台企业的规模效应，服务更多的

消费者。 

3.收入水平 

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不断提高，消费者会更愿意购买质量更好的餐品，而非自己做

饭。并且，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升，消费者的时间成本也在增加，家庭生产（自己做饭）

和到店消费所需的通勤、等候的时间成本都在提高，所以消费者更需要外卖的送餐服务以节

约时间。 

此处设餐馆同时提供到店消费和外卖服务，两种方式对餐品的定价相同
②
。记单位距离

往返的时间成本为𝑤𝑤。收入越高，消费者的𝑤𝑤越高。选择到店消费的效用函数是： 

𝑢𝑢(𝑥𝑥) = 𝑢𝑢 + 𝑠𝑠 − 𝑝𝑝 − 𝑤𝑤𝑥𝑥 

其中，到店消费可以享受餐馆提供的用餐环境和服务，带来的额外效用为𝑠𝑠。外卖服务

的效用函数仍为（1）式。 

图 8 描述了人们对到店消费和外卖的选择，虚线和实线分别为到店消费和外卖的效用

函数。消费者会选择效用更大者，所以距离餐馆更近的人会更优先地选择到店消费。当外卖

的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足够低时，选择外卖的消费者人数大于 0。当𝑢𝑢 + 𝑠𝑠 − 𝑝𝑝 − 𝑤𝑤𝑥𝑥 > 𝑢𝑢 −

𝑝𝑝 −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𝑥𝑥，人们选择到店消费，到店消费和外卖的分界点𝑥𝑥1 = 𝑠𝑠

𝑤𝑤− 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

。外卖决定了消费者的

最远距离，消费与否的分界点𝑥𝑥2 = 𝑠𝑠(𝑁𝑁)
𝑐𝑐

(𝑢𝑢 − 𝑝𝑝)，那么进入市场的消费者占总人数的比重就

是
𝑥𝑥2
𝐿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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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用餐选择 

 

餐馆最大化的到店消费和外卖的收入之和： 

𝑙𝑙𝑎𝑎𝑥𝑥 
𝑝𝑝

𝜋𝜋(𝑝𝑝) = 𝑝𝑝𝑥𝑥1 + 𝑎𝑎𝑝𝑝 �
𝑓𝑓(𝑁𝑁)
𝑐𝑐

(𝑢𝑢 − 𝑝𝑝)− 𝑥𝑥1� 

得出𝑝𝑝 = 𝑢𝑢
2

+ (1−𝑝𝑝)𝑥𝑥1𝑐𝑐
2𝑝𝑝𝑠𝑠(𝑁𝑁) ，𝑥𝑥2 = 𝑢𝑢𝑠𝑠(𝑁𝑁)

2𝑐𝑐
− (1−𝑝𝑝)𝑥𝑥1

2𝑝𝑝
，外卖的消费者人数𝑥𝑥2−𝑥𝑥1 = 𝑢𝑢𝑠𝑠(𝑁𝑁)

2𝑐𝑐
− (1+𝑝𝑝)𝑥𝑥1

2𝑝𝑝
。

外卖规模占餐饮业的份额就是： 

1 −
𝑥𝑥1
𝑥𝑥2

= 1 −
1

𝑢𝑢𝑓𝑓(𝑁𝑁)
2𝑐𝑐𝑥𝑥1

− (1− 𝑎𝑎)
2𝑎𝑎

 

接下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1）当消费者收入提高，时间成本𝑤𝑤增加，使选择到店消费

的人数𝑥𝑥1减少，进入市场消费的人数不变，那么外卖规模占餐饮业的份额1 − 𝑥𝑥1
𝑥𝑥2
随之上升。

（2）平台中的餐馆数 N 提高，或基础单位距离配送成本 c下降，外卖的单位距离平均配送

成本下降，增加了市场中的消费者人数𝑥𝑥2，也让到店消费的机会成本增加而减小了𝑥𝑥1，使外

卖规模占餐饮业的份额1 − 𝑥𝑥1
𝑥𝑥2
上升。（3）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在餐饮上的消费意愿和支

付能力提高，即模型中的𝑢𝑢上升，消费者总数𝑥𝑥2增加。这使得餐馆的服务半径扩大，将有更

多的餐馆能够进入市场，餐饮业的总规模将更大。如果到店消费的额外效用𝑠𝑠不变，外卖规

模占餐饮业的份额1 − 𝑥𝑥1
𝑥𝑥2
随𝑢𝑢单调递增，外卖的规模也将更大。同时，进入市场的消费者占总

人数的比重
𝑥𝑥2
𝐿𝐿
随之提高，即越来越多的人从家庭生产转型为市场消费，为服务业贡献了GDP。 

由此，本文解释了为什么外卖规模占餐饮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结果还说明，随着消

费者收入提高，一些潜在的餐馆才有机会进入市场，从而激活各自对应的新的消费，体现了

消费者收入提高对餐馆的网络外部性。 

结合国际比较，尽管印度的人口数量接近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口也很稠密，却没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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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较大规模的外卖平台企业。其原因就在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间成本相对更低，消费能

力不强，导致外卖服务没有足够的需求。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迈进中高收入阶段之后，

平台经济才开始蓬勃发展。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收入，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采取减税和补贴等措施，带动企业和新消费者不断进入市场，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模型中假定所有消费者的收入与时间成本都是相同的，但真实世界中不

同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与时间成本是异质的，即𝑢𝑢，𝑠𝑠，𝑤𝑤不同。因此，外卖和餐饮业的总体市

场规模可能与收入分布相关，留待后续研究。 

4.基础设施 

外卖完成交易需要经历下单、运输、结算等过程。当城市内部的道路网发展完善，互联

网地图定位等系统日趋发达，单位距离配送成本 c就会下降。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支付的普及

也为降低餐品的交易成本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全球知名网络测速网站 Speedtest 的统计，

2021年各月中国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的平均排名为世界第 11，其中 12月排名高达第 4。相

比之下，美国平均排名世界第 25，德国第 29。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尤其是移动终端的快速

发展，让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通过智能手机下单并进行支付，不需要过程更加繁杂的电话

订餐，也不需要外卖骑手随身携带收款机器。这使每家餐馆可以扩大经营半径和收入，让更

多餐馆进入市场。因此，为了推动平台经济继续发展，政府可以加快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移动终端的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平台经济的交易费用，带动相关产业升级。 

5.劳动配送成本 

外卖骑手的工资也影响了配送成本。中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大量来自收入较低地区

的劳动者进入大城市做外卖骑手。其中，2020 年有 77%的外卖骑手来自农村，25%来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③
。总体上平均每单外卖的劳动报酬仍相对较低。此外，外卖骑手当前

的法律关系不明，劳动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李怡然，2022），也降低了配送的人工成本。相

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等发达地区的人工成本较高，外卖服务的价格较为昂

贵，制约了外卖产业的发展。虽然当前外卖骑手低廉的劳动成本能够促进中国外卖平台经济

发展，但是政府仍需要出台并完善平台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外卖骑手等零工就业人员

的合法权益。 

6.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到店消费的人员聚集程度高，有较大的疫情扩散风险，外卖可以通

过无接触配送减少病毒传播，使消费者更愿意通过外卖的方式购买餐品。对应模型，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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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外卖和到店消费选择中，到店消费的额外效用因为疫情锐减了∆𝑠𝑠，所以到店消费的

人数减少了∆𝑥𝑥1 = ∆𝑠𝑠
𝑤𝑤− 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
。如果∆𝑠𝑠 > 𝑠𝑠，所有的消费者都将选择外卖。 

当前，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区域封控期间，餐馆的到店消费服务通常被限制，这部分

收入甚至降为 0。如果没有外卖服务，很多餐馆都将因为无法支付固定成本而退出市场，餐

饮业将遭受沉重打击。这使餐馆在疫情期间更加积极地接入外卖平台，得以继续为消费者提

供服务。如果外卖的无接触配送特点使消费者的支付意愿𝑢𝑢不变，那么外卖平台为每一家餐

馆带来的消费者人数是
𝑢𝑢𝑠𝑠(𝑁𝑁)
2𝑐𝑐

− 𝑙𝑙𝑎𝑎𝑥𝑥{(1+𝑝𝑝)
2𝑝𝑝

𝑠𝑠−∆𝑠𝑠
𝑤𝑤− 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
, 0}，为整个餐饮业带来的消费者总人数就是

�𝑢𝑢𝑠𝑠(𝑁𝑁)
2𝑐𝑐

− 𝑙𝑙𝑎𝑎𝑥𝑥{(1+𝑝𝑝)
2𝑝𝑝

𝑠𝑠−∆𝑠𝑠
𝑤𝑤− 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
, 0}�𝑁𝑁。另外，外卖平台在城市中搭建起了成熟的配送网络，还在

封控期间的生活物资配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外卖平台企业的规模都变得更

大，占餐饮业规模的比重也都上升。特别地，中国的外卖营业收入在 2020年还保持了近 28%

的增长率，同时外卖骑手工作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为疫情期间的稳增长和保就业任务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 

7.小结 

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相关的各个因素对外卖平台经济的规模产生综合影响。中国外卖平台

能够做大做强与人口规模大，城市人口密度高，人均收入逐渐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且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等社会经济特征综合相关。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发达地

区尽管人均收入遥遥领先，也有一些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但是由于配送过程中的劳动力成

本过高，导致外卖餐饮服务价格昂贵，无法出现和美团规模相当的外卖平台。印度等发展中

国家拥有比北京、上海、广州人口规模和密度更大的城市，且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但是

由于人均收入较低，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外卖餐饮消费需求较弱，也无法带动外卖平台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消费者时间成本上升，平台上的餐馆数量增多，外卖帮助人

们节约时间的优势愈发突出，相比到店消费能带来更高的效用，外卖规模在餐饮业中的比重

也随之上升。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餐馆的到店消费被限制，外卖可以通过无接触配

送，最大程度降低病毒传播风险，为餐饮业保留消费需求，为稳增长做出贡献。 

（二）平台经济中的企业规模增速 

根据上一节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平台经济规模扩张的机制，本节探究在发展阶段变化时，

外卖平台和餐馆规模的增长率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讨论的增长率是不同发展阶段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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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进入数量均达到稳态后的规模相对变化，而非稳态之间的转移动态。 

在模型中，人口密度对应𝛾𝛾，收入水平和疫情影响对应𝑢𝑢，影响配送成本的各个因素对应

𝑐𝑐。所以，这里令𝑘𝑘 = 𝛾𝛾 𝑢𝑢2

4𝑐𝑐
，能够综合反映经济体的发展阶段。设定配送成本下降函数𝑓𝑓(𝑛𝑛)和

固定成本函数𝑔𝑔(𝑛𝑛)的形式仍如（3）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口密度发生变化，此处使用

𝑓𝑓(𝛾𝛾𝑛𝑛) = (𝛾𝛾𝑛𝑛)𝛼𝛼。简化起见，设固定成本函数𝑔𝑔(𝑛𝑛)不受人口密度影响。 

得到无论𝑘𝑘如何变化，收入分成中餐馆份额都是
𝛼𝛼+1
𝛽𝛽+1

。稳态时的餐馆数量𝑁𝑁� =

��𝛼𝛼+1
𝛽𝛽+1

𝜆𝜆𝑘𝑘𝛾𝛾𝛼𝛼�
1

𝛽𝛽−𝛼𝛼�。由于取整步骤对计算收入规模的影响很小，方便起见，此后计算取𝑁𝑁� =

�𝛼𝛼+1
𝛽𝛽+1

𝜆𝜆𝑘𝑘𝛾𝛾𝛼𝛼�
1

𝛽𝛽−𝛼𝛼
。可以得出，稳态时单个餐馆的收入是𝜋𝜋𝑠𝑠 = 𝛼𝛼+1

𝛽𝛽+1
�𝛼𝛼+1
𝛽𝛽+1

𝜆𝜆�
𝛼𝛼

𝛽𝛽−𝛼𝛼 𝑘𝑘
𝛽𝛽

𝛽𝛽−𝛼𝛼𝛾𝛾
𝛼𝛼𝛽𝛽
𝛽𝛽−𝛼𝛼，外卖平

台的收入是𝜋𝜋𝑝𝑝 = 𝛽𝛽−𝛼𝛼
𝛽𝛽+1

�𝛼𝛼+1
𝛽𝛽+1

𝜆𝜆�
𝛼𝛼+1
𝛽𝛽−𝛼𝛼 𝑘𝑘

𝛽𝛽+1
𝛽𝛽−𝛼𝛼𝛾𝛾

𝛼𝛼𝛽𝛽+𝛼𝛼
𝛽𝛽−𝛼𝛼 。所以，单个餐馆的收入增长率是

�̇�𝜋𝑓𝑓
𝜋𝜋𝑓𝑓

= 𝛽𝛽
𝛽𝛽−𝛼𝛼

�̇�𝑘
𝑘𝑘

+ 𝛼𝛼𝛽𝛽
𝛽𝛽−𝛼𝛼

�̇�𝛾
𝛾𝛾
，

外卖平台的收入增长率是
�̇�𝜋𝑝𝑝
𝜋𝜋𝑝𝑝

= 𝛽𝛽+1
𝛽𝛽−𝛼𝛼

�̇�𝑘
𝑘𝑘

+ 𝛼𝛼𝛽𝛽+𝛼𝛼
𝛽𝛽−𝛼𝛼

�̇�𝛾
𝛾𝛾
。 餐馆和外卖平台的增长率取决于衡量经济发

展阶段变量𝑘𝑘的变化。由于人口密度影响配送成本，其变化率在𝑘𝑘之外还对餐馆和外卖平台的

增长率有额外的影响。显然，外卖平台的增长速度比单个餐馆更快。 

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接近发展的稳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人均收入、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阶段𝒌𝒌的提升速度更快，因此平台企业也

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实现换道超车（王勇，2021）。 

（三）平台的垄断 

在基准模型中，市场的参与者中只有一家外卖平台。此处研究多家外卖平台之间的竞争。

将基准模型中的经济参与者复制一次，即经济体中存在两个外卖平台，各服务 N家相同的餐

馆，每家餐馆对应自己的一组消费者，外卖平台与餐馆之间对收入分成的比例相同。 

如果外卖平台 A通过补贴等手段从外部增加一个餐馆，餐馆数量变为 N+1，平均配送成

本下降为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1)
，餐馆的收入变为𝑎𝑎 𝑢𝑢2𝑠𝑠(𝑁𝑁+1)

2𝑐𝑐
。那么，外卖平台 B的餐馆看到平台 A的餐馆能

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就都会选择接入平台 A，使平台 A 将平台 B 挤出市场。另一种方式是，

外卖平台 A降低自己在和餐馆收入分成中的份额，使得餐馆的收入增大，外卖平台 B的餐馆

也会流向平台 A。这使得平台 A 的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进一步降低，最终独自垄断市场。 

除了竞争之外，另一种可能是两家外卖平台进行合谋。两个平台共接入了 2N家餐馆，

合谋之后，总收入变为(1− 𝑎𝑎) 𝑢𝑢
2

𝑐𝑐
𝑓𝑓(2𝑁𝑁)𝑁𝑁。二者按照均等的份额进行分成，各自得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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𝑎𝑎) 𝑢𝑢
2

2𝑐𝑐
𝑓𝑓(2𝑁𝑁)𝑁𝑁。如果不合谋，每家外卖平台的收入均是(1− 𝑎𝑎) 𝑢𝑢

2

2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低于合谋之后再平

均分配。这是因为合谋之后，外卖平台的单位距离平均配送成本可以从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
进一步下降到

𝑐𝑐
𝑠𝑠(2𝑁𝑁)

，带来了正外部性。但是，标准的囚徒困境博弈逻辑在这里依旧成立。如果其中一家平

台通过降低收入分成或补贴方式吸引更多的餐馆加入，但又不与另一家分享收入，则可以获

得合谋时收入的两倍。所以，合谋并不是一个纳什均衡，最后的结果在理论上依然是只有一

家平台垄断整个市场。因此，基准模型中只有一家平台的设定可以看成是稳态时市场竞争内

生的结果。 

上述理论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以下现象：第一，外卖平台之间在发展初期不惜以“烧

钱”的方式打价格战，并且对消费者和餐馆进行补贴，鼓励餐馆接入自己的平台，让自身快

速发展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第二，平台之间的兼并重组机制很强，很容易最后形成单

个平台的垄断。现实中，中国尽管曾出现过多家外卖平台竞争的情形，但当下市场上呈现为

美团一家独大的格局，曾与之激烈竞争的饿了么和百度外卖等，要么被兼并，要么市场份额

逐渐下降。2020年美国外卖平台Grubhub计划与欧洲外卖公司Just Eat Takeaway.com合并，交

易完成后将成为中国以外最大的外卖平台。 

（四）平台的价格歧视 

在基准模型中，餐馆对所有消费者的定价都是统一的。理论上，平台可以搜集消费者的

隐私信息，从而对每个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获得更高的收入，即“大数据杀熟”。 

这一节设定平台和餐馆可以对消费者进行一级价格歧视，拿走全部消费者剩余。此时，

餐品的定价方式是让消费者的效用等于 0： 

𝑢𝑢(𝑥𝑥) = 𝑢𝑢 − 𝑝𝑝(𝑥𝑥)−
𝑐𝑐

𝑓𝑓(𝑁𝑁)𝑥𝑥 = 0 

得出餐馆为每一位消费者进行的差异化定价𝑝𝑝(𝑥𝑥) = 𝑢𝑢 − 𝑐𝑐
𝑠𝑠(𝑁𝑁)𝑥𝑥。此时，消费者人数为𝑥𝑥 =

𝑢𝑢𝑠𝑠(𝑁𝑁)
𝑐𝑐

，为餐馆和平台带来的收入是𝜋𝜋 = 𝑢𝑢2𝑠𝑠(𝑁𝑁)
2𝑐𝑐

，均为基准模型中统一定价情形的两倍。一级

价格歧视可以灵活定价，增加了单个餐馆的服务半径，提高了餐馆和平台的收入，在稳态时

扩大平台经济的规模。但是，一级价格歧视同时将每个消费者的福利都降为 0，大大损伤了

消费者的利益。所以，一方面需要肯定平台经济对增长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

消费者的隐私等权利，提高消费者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获得感，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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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展模型：匹配服务 

这部分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在配送服务的基础上加入外卖平台提供的匹配服务，并分

析其对外卖平台规模的影响。其中，匹配服务对于餐馆是在平台上做广告，对于消费者是在

平台上搜索自己的目标餐馆。 

（一）模型设定 

在基准模型中，每一家餐馆都对应了自己全部的目标消费者。这里放松该设定，每个餐

馆在每一个距离点上目标消费者的密度总和仍为 1，但位置可能散落在其他各个餐馆对应的

线段上，即每个餐馆位置上的那一组消费者并不一定都是其目标用户。 

在没有使用外卖平台时，消费者只会注意到自己初始位置的那家餐馆。如果消费者并未

对应到其目标餐馆，例如某消费者更喜欢吃辛辣的川菜，但其实际位置对应到了口味偏甜的

沪菜，那么将不消费。该设定与消费者有限注意力（Dinerstein et al.，2018）和产品认知（Perla，

2019）的相关研究类似，消费者的选择集并非当前市场上所有的产品，而是局限在一部分种

类上。外卖平台拥有所有餐馆的信息，并利用数字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搜索服务，将消费者的

选择集从初始位置对应的那一家扩大至所有餐馆，使其可以不受物理位置限制，在自己的目

标餐馆进行消费。同时外卖平台为餐馆提供广告服务，否则餐馆将不会被消费者搜索到。外

卖平台为了实现匹配功能，不仅向消费者提供餐馆的名称与地址信息，而且还提供了餐品种

类、配送时间、价格、客户评价、销售量等一系列详细信息，提高了匹配精准度。 

区别于配送服务增加了餐馆的经营半径，匹配服务增加的是餐馆在每个距离点上消费

者的密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此设定类似外卖平台将初始位置没有与目标餐馆对应起来的消

费者的搜寻成本从正无穷降为 0。在现实中，如果外卖平台的搜索服务中断，消费者将联系

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其他餐馆，只能选择在初始位置的餐馆消费或自己做饭。 

每一期餐馆和外卖平台分两步进行：（1）外卖平台提供匹配服务，将所有最偏好餐馆 n

的消费者全部从各个位置对应到餐馆 n，增加了同一个距离点上的消费者密度；（2）餐馆为

所有目标消费者生产餐品，平台进行配送。如果外卖平台不提供匹配服务，餐馆就不能满足

所有的目标用户的需求，从而造成收入损失，甚至导致因收入低于固定成本而无法进入市场。 

（二）模型求解 

图 9是引入平台匹配服务后模型设定的示意图，此处以两家餐馆为例进行说明。图 9中

阴影部分代表喜欢餐馆 1的消费者，白色部分代表喜欢餐馆 2的消费者，给定距离 x，图形

的高度即为消费者密度。左侧（a）和右侧（b）分别是在搜索前后餐馆对应的消费者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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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图中，餐馆 1对应了部分餐馆 2的目标消费者，同样餐馆 2也对应了部分餐馆 1的目标

消费者。如果消费者不通过外卖平台进行搜索，餐馆 1的消费者只有其对应的阴影部分，餐

馆 2的消费者只有其对应的白色部分。在消费者进行了搜索之后，如箭头所示，左图中餐馆

2 的阴影部分消费者移动到餐馆 1，餐馆 1 的白色部分消费者移动到餐馆 2，形成了右图中

所有消费者都和目标餐馆在同一位置的情形。在右图中，两家餐馆的目标消费者相比左图密

度都有所增加，收入均提高。在总人口密度不变的情况下，匹配服务使餐馆和消费者均实现

了帕累托改进，提高了餐馆的收入，增加了消费者的总福利。 

          

（a）搜索前                            （b）搜索后 

图 9 引入平台搜索功能的示意图 

 

令𝛾𝛾𝑖𝑖(𝑗𝑗, 𝑥𝑥)表示餐馆 i 对应的距离为 x 的消费者中偏好餐馆 j 的密度，不随消费者的搜

索行为变化。设0 < 𝛾𝛾𝑖𝑖(𝑗𝑗, 𝑥𝑥) < 1，使在消费者搜索前后，餐馆能够服务的最远距离保持不变，

从而简化分析，且与基准模型中的配送服务进行区分。无论初始位置上的餐馆是否进入市场，

消费者均可以通过搜索到达自己的目标餐馆，即∑ 𝛾𝛾𝑖𝑖(𝑗𝑗,𝑥𝑥)+∞
𝑖𝑖=1 = 1。此时在每个距离点上，每

家餐馆实际对应的消费者密度均为 1，情形就退化为基准模型。 

当餐馆数量满足（2）式，平台经济规模达到稳态。匹配服务对平台经济规模的影响如

图 10所示。类似第三部分关于人口密度的分析，餐馆初始对应的目标消费者密度是𝛾𝛾，外卖

平台提供搜索服务后，目标消费者密度增加到 1，扩大了餐馆的收入规模。这使得餐馆收入

足够覆盖更多新餐馆进入带来的经营固定成本增加，最终将稳态时的餐馆数量从𝑁𝑁�1增加到

𝑁𝑁�2。考虑收入分成份额内生，如果配送成本下降函数和餐馆经营固定成本函数满足（3）式，

消费者密度变化并不影响外卖平台内生设定的收入分成份额，图 10的结果依然成立。 

这一结果说明，给定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不变，平台提供的匹配服务增加了每一个距离点

上的消费者密度，让初始位置错配的人们对应到目标餐馆，增加了餐饮业的总消费，同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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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餐馆收入和市场中的餐馆数量，带动了餐饮业的产业升级。 

 

 
图10 匹配服务对平台经济规模的影响 

 

五、模型对六大类平台经济的启示 

本文的理论模型虽然根据外卖平台的特点构建，但其研究范围并不局限于外卖平台，稍

加拓展，即可分析网络销售类和生活服务类中的其他不同的平台经济。同时，本文对于外卖

平台的模型刻画，非常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它与社交娱乐类、信息资讯类、金融服务类

和计算应用类平台等其他四类平台的差异与联系。这一部分专门讨论外卖平台模型对于六类

平台经济的启示。 

（一）网络销售类平台 

外卖消费的即时性特征突出，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送到顾客手中，否则不仅可能会错过

相对刚性的用餐时间，而且餐品的质量可能会急剧下降，例如温度降低或腐烂。一些网络购

物消费的即时性要求与外卖接近，比如关于蔬菜水果、肉蛋水产等食品的商超团购类平台。

所以，这些平台上的商户服务半径较小，只能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 

相比之下，淘宝、亚马逊等网络销售类平台主要对应即时性要求较低的商品，客户往往

愿意等待更长的时间，平台上的商家就可以通过远距离物流与消费者实现跨区域交易。 

1.配送服务 

分析淘宝、亚马逊等平台时，本文的模型可以进行如下拓展。物流快递相比外卖配送，

单位配送成本较低，服务范围更大。即使近距离区域内的消费者密度较小，但商家可以销售

到距离更远而人口密度较高的其他地区。中国很多农村借助网络平台向全国甚至世界销售

产品，成功实现脱贫致富，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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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 所示，网络销售类平台相比基准模型增加了一维纵轴，表示消费者密度。平台

上的商家面对的消费者密度不同，图 11 列举的情况是近距离消费者密度低，远距离消费者

密度高。横轴上两条垂直的虚线分别代表外卖和物流的配送范围。外卖配送范围小于物流，

所以当区域内人口密度较低时，外卖的消费者数量较少，外卖平台的规模受到限制。但物流

配送可以突破区域限制，商家可以面对其他区域密度更高的消费者，从而不容易受本地人口

密度约束。 

 

 

图 11 网络销售类平台的拓展示意图 

 

另一方面，尽管外卖平台只能服务当地的顾客与餐馆，但是同一家外卖平台可以在不同

地区同时营业。既然外卖平台不同于淘宝、亚马逊等可以跨地区交易的平台，为什么不同地

区没有各自出现垄断当地市场的外卖平台？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品牌效应。在

某些一线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形成品牌效应以后，在新的地方无论是餐馆还是顾客更愿意使用

这个平台的服务。（2）用户粘性效应。消费者在北京使用美团，即使去往别的城市，还是会

习惯性地使用美团，而非安装其他应用。（3）规模效应。平台的配送和匹配系统需要大量技

术研发和运营维护投入，导致规模过小的区域性外卖平台是不经济的。另外，平台企业在一

些城市发展壮大以后，获得大量融资，能够在其他地方通过价格战等方式将竞争对手赶出市

场，获得垄断地位。（4）“干中学”效应。平台企业越大，客户越多，就越可以利用通过“干

中学”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在新的城市也更具竞争优势。 

2.匹配服务 

本文拓展模型中的匹配服务可以直接用于分析网络销售类平台。线上商家面对众多其他

区域的消费者，会更加依赖平台提供的搜索服务。这一特点在模型中体现为在商家面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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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目标消费者密度𝛾𝛾𝑖𝑖(𝑙𝑙,𝑥𝑥)较小。另外，网络销售类平台上的消费者愿意为了更高品质的

商品花更多时间等待，这加剧了不同区域之间商家的竞争，可以用第二部分中的餐馆竞争模

型来描述。 

（二）生活服务类平台 

生活服务类平台连接的是人和服务，包括配送服务类、出行服务类、旅游服务类、家政

服务类、房屋经纪类等等。本文构建的外卖平台模型不仅可以直接用来分析诸如同城配送、

快递配送等其他配送服务类的平台，而且对于其他类型的生活服务类平台也有很强的应用或

借鉴价值。譬如，对于专门从事保姆、护理、保洁、家庭管理等家政服务平台而言，尤其是

钟点工服务，那么对家政公司与客户进行匹配时，地理空间与服务的即时性要求就与外卖平

台有类似之处，平台规模的影响因素也大体相同；对于本地旅游服务，本地房屋租赁等等亦

然。下面，本文将滴滴为代表的出行服务类平台做具体例子，展示如何通过对外卖平台模型

进行改动，以更好地刻画别的相关平台。 

打车平台将车辆和乘客匹配起来，让司机发现乘客，并以最快速度到达其所在位置。设

消费者的最低保留效用为𝑢𝑢，耐心程度为
1
𝑥𝑥
，匹配效率为𝜇𝜇。如图 12所示，坐标轴代表耐心程

度的倒数𝑥𝑥，距离原点越远的消费者越不耐心。打车过程中，消费者获得的效用是耐心程度

与匹配效率的乘积
𝜇𝜇
𝑥𝑥
。所以，愿意打车的消费者满足

𝜇𝜇
𝑥𝑥
≥ 𝑢𝑢，即𝑥𝑥 ≤ 𝑢𝑢

𝜇𝜇
。 

 

 

图 12 打车软件拓展的示意图 

 

随着接入平台的车辆增加，打车平台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区域内的道路情况，从而不断

优化路线，让司机以更快的速度到达乘客所在位置，提高了车辆和乘客的匹配效率𝜇𝜇。体现

在模型中，未接入打车平台时，车辆的服务范围是𝑥𝑥𝑛𝑛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接入平台后，使用了效率更高的匹

配系统，车辆的服务范围扩大到𝑥𝑥𝑛𝑛
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 

另一方面，乘客虽然在打车平台上并不直接搜索车辆，但打车平台的运行方式和本文拓

展模型的匹配服务类似。在打车平台出现之前，司机只能在行驶的过程中用肉眼观察是否有

人招手。尽管有的乘客耐心程度较高，但可能由于没有被司机及时发现而无法乘车。打车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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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以记录乘客标记的位置并发布给司机，让其有的放矢，从而提高司机和乘客的匹配效率。 

（三）其他类型平台 

其余四种平台经济分别是社交娱乐类、信息资讯类、金融服务类和计算应用类。 

社交娱乐类平台直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而非将商品和服务作为中介，提供即时通

讯、游戏休闲、短视频等服务，代表性企业包括微信、抖音等。信息资讯类平台连接人与信

息，提供新闻咨询和信息搜索等服务，代表性企业包括百度、今日头条等。这两类平台借助

社交、娱乐、咨询等内容将用户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产生大量互联网流量价值，平台在其中

可以通过广告等方式获取收入。金融服务类平台连接人与资金，提供支付结算、网络借贷、

金融理财等服务，代表性企业包括蚂蚁金服和微信支付等。这类平台借助大数据详细分析交

易对象的特征，降低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计算应用类平台连接人与计算能力，

提供信息管理、云计算和网络服务等，代表性企业包括阿里云、工业富联等。这类平台通过

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等方式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生产环节。 

将本文的外卖平台理论模型与以上四类平台进行对比，不难发现这四类平台经济既不同

于连接人与商品的网络销售类平台，也不同于连接人与（非金融类）服务的生活服务类平台。

尽管这些平台也呈现网络外部性的特征，但是其微观机制与线下配送无关，而且供需双方之

间的匹配与交易受地理空间的限制相对较小。另外，这四类平台所涉及的数据类型、产业类

型、影响因素，以及对各自对促进产业升级的机制也与外卖平台存在差异。因此，对这些平

台进行深入的研究就需要其他不同的模型。 

本文刻画外卖平台的配送与匹配服务时，已经涉及对地理位置、餐品偏好的资讯搜索功

能，与信息资讯类平台有关；在对影响外卖规模的基础设施讨论中，涉及到在线支付功能，

与金融服务类平台有关；外卖平台的配送服务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就必须优化算法，提高

运算能力，所以潜在地与计算应用类平台有关。不同类型的平台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

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深入探索。 

另外，美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企业，现实中同时经营着共享单车、打车、景点票

务、火车票机票等商业服务，已经成为了一个多元化经营的综合性平台，涉及范围经济的内

容留待日后专门研究。 

六、结论  

中国在数字平台领域已涌现出一批领军企业，平台经济逐渐与农业、制造业和传统服务

业深度融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理解这些平台企业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其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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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成千上万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对制定更加科学的平台发展与规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

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外卖平台的特征，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重点刻画平台经济的配

送和匹配这两个基本功能，研究了影响平台型企业规模与增速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

析了平台经济对于促进产业升级，拉动消费内需的逻辑机制。 

本文的模型分析重点突出了所在经济体的社会经济特点与发展阶段禀赋对于平台经济

规模和增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1）人口规模和分布密度是重要影响因素，进一

步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各个区域打造城市群，特别是提高二三线城市的人

口密度，有利于增强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拉动更多市场消费。（2）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基础设施，显著降低平台经济的交易成本，带

动相关产业升级。（3）目前外卖骑手大多来自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且灵活就业劳动保障的

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这虽然在当下有助于平台企业和餐饮业发展，但中长期看，随着中国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平台的人力成本会越来越高，必须更加重视科技创新，

进一步通过提高配送与匹配效率提升平台企业的可持续性。（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外卖平

台的无接触送餐方式可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持续推动发展好这一类平台经济对于疫情期

间解决餐饮方面的民生问题，稳定消费内需与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即使疫情后人们的线

上餐饮消费方式很可能会长期化。本文分析表明，包括外卖在内的平台企业一方面对推动产

业升级和拉动消费内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仍需要对其进行必要

的规制，防止平台可以利用消费者的隐私信息进行“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损害消费者

福利的行为，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覆盖了平台经济的诸多核心特征，并不局限于外卖平台。对模型进

行部分改变，即可用于分析诸如淘宝、亚马逊等其他网络销售类平台，以及滴滴、物流等生

活服务类平台。同时，本文的理论分析也能更清楚地体现不同类型平台的共性与差异，对于

不同类型平台的监管既要抓主要矛盾，把握好底层逻辑，也要科学精准，分类施策。 

在本文分析基础上，未来以下几个方向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1）一家平台企业如何能

够在多个地区进行经营，影响其控制范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如何结合所在经济体的发

展阶段特点，科学合理地对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等各方面加强监管，又要避免过度遏制该产

业的创新与发展，从而实现发展与规制之间的平衡；（3）在静态分析基础之上，对于企业动

态、产业动态与宏观经济增长如何进行动态分析；（4）除了生活服务类与网络销售类，如何

深入刻画其他四类平台经济的核心特点；（5）收入分布如何影响平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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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现实中某些连锁店，例如肯德基和麦当劳，自身有配送服务，但是收取的配送费较高。这类餐馆在

外卖平台上的餐馆数量中的占比很小。 

②本文仅在第三部分第（一）节的第3小节讨论到店消费带来的额外效用，从而使部分消费者选择到

店消费。文章其他部分均不考虑到店消费的额外效用，所以因为外卖配送成本更低，消费者只选择外卖。 

③相关信息来自美团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和2022年发布

的《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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